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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共情使个体能够理解并分享他人的感受,对人际交往有重要意义.近年来, 基于量表、行为范式、生理信号

等多个层面的共情研究方法有了长足进展, 为研究不同维度的共情(如情绪共情、认知共情)的机制提供了多方面

的信息. 然而, 由于“共情”缺乏统一定义, 研究者根据各自理解开发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这阻碍了对现有共情研

究结果的比较和整合. 本文基于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两个维度对量表、行为范式、生理信号3个层面的常用共情

研究方法进行了分类总结. 首先, 本文围绕共情概念、测量维度等方面简要介绍若干影响力较大的共情量表, 如

情绪倾向量表、霍根共情量表、人际反应指针量表等. 其次, 本文总结并比较针对不同共情维度的常用实验材料

及行为范式的特点. 再次, 本文系统介绍如何在共情研究中利用面部肌电、脑电、脑磁和磁共振成像等方法提取

共情相关的生理信号并分析其特点. 最后, 本文综合对比不同层面共情研究方法的特点, 并建议研究人员根据研

究需要谨慎选择研究方法. 此外, 针对当前共情研究存在的可比性问题和生态效度问题, 建议对不同研究结果进

行比较和整合时特别注意共情概念是否一致; 未来研究需开发更具生态效度的行为范式, 重点探究共情的动态加

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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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empathy)一词最早由英国心理学家Edward
Ti tchener于1909年从德语翻译而来 , 意为“感受

到”(feeling into)[1]. 迄今, 共情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一般来讲, 共情指个体感知他人心理状态的敏感性, 包
括被他人状态感染、体验到与他人相同的状态、评估

状态产生的原因、理解他人的想法等一系列心理过

程[2]. 根据所涉及的心理加工过程的不同, 共情可大致

分为情绪共情(emotional empathy)和认知共情(cogni-
tive empathy)[3]. 情绪共情指替代性地体验他人的心理

状态, 是较原始、初级的共情维度, 是刺激驱动的自动

化的过程; 认知共情指外显地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及

其原因, 涉及更多的高级认知活动. 目前, 研究者利用

量表、行为范式、生理信号记录等方法从多个层面对

共情的不同维度进行了研究(图1).
由于共情的定义尚未统一, 不同研究者常使用“共

情”一词指代共情的不同维度并采用不同的专业术语

描述相似的共情维度[3]. 国内共情研究也面临共情相关

术语、定义不统一的问题[4~6]. 例如, “empathy”的中文

引用格式: 任巧悦, 孙元淼, 吕雪靖, 等. 基于心理生理学视角的共情研究: 方法与特点. 科学通报, 2019, 64: 2292–2304
Ren Q Y, Sun Y M, Lü X J, et al. Empathy: Methodologies and characteristics from a psychophysiological perspective (in Chinese). Chin Sci Bull, 2019,
64: 2292–2304, doi: 10.1360/N972019-00276

© 2019《中国科学》杂志社 www.scichina.com csb.scichina.com

2019 年 第 64 卷 第 22 期: 2292 ~ 2304

评 述



译名除了 “共情 ” , 还包括 “移情 ”、 “同感 ”、 “共
感”、“同理心”等[4,7]. 此外, 由于同情(sympathy)在词源

和翻译上和共情近似, 现有中文文献中还存在“共情”
和“同情”使用混乱的情况[6]. 研究者对共情概念的不同

理解使得各个研究层面产生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给

共情研究方法的选择和研究结果的解释和整合带来了

巨大的阻碍.
为了有效整合不同层面的研究, 更加深入地理解

共情及其机制, 本文旨在系统总结近年来共情在量

表、行为范式、生理信号3个层面的研究成果. 具体而

言, 本文从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两个维度出发, 对影响

力较大的共情量表、常用行为范式及实验材料和利用

面部肌电(electromyography, EMG)、脑电(electroence-
phalography, EEG)、脑磁(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和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提取的共情相关生理信号进行总结. 最后, 本文综合对

比各类研究方法的优劣, 指出目前共情研究的可比性

问题和生态效度问题, 并对未来共情研究方法的改进

提出了建议.

1 共情研究常用量表简介

基于共情的不同概念及维度, 迄今研究者们已编

制了数十个共情量表(常用共情量表见表1). 这些量表

可大致分为测量情绪共情、测量认知共情以及同时测

量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这3类. 标准化的量表有助于研

究者方便、快捷地对个体的共情能力进行评估.

1.1 测量情绪共情的量表

Mehrabian和Epstein编制的情绪倾向量表(emo-
tional empathic tendency scale, EETS, 又称questionnaire

measure of emotional empathy, QMEE)[8]是目前使用最

广泛的测量情绪共情的量表. 在该量表中, 情绪共情指

“对他人情绪体验的反应”[8]. QMEE编制基于的假设是:
情绪共情水平更高的人对他人的情绪感受有更强的反

应性, 即在注意到他人的痛苦时, 具备高情绪共情水平

的人更可能有帮助行为而非攻击行为. 该量表的33个
条目涉及情绪感染敏感性、对陌生人情绪的理解、极

端情绪反应、积极情绪感动的倾向、消极情绪感动的

倾向、同情倾向、自愿接触不幸他人的倾向7个因子.
例如, 情绪感染敏感性的代表性题目是“我周围的人对

我的情绪有很大的影响”, 而自愿接触不幸他人的倾向

的代表性题目是“我宁愿做一名社会工作者而不是在

职业培训中心工作”. 然而, 该量表的作者后来指出,
QMEE分数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一般性的情绪唤醒

(emotional arousability)而非共情[9]. 于是, 该作者编制

了全新的“平衡情绪共情量表”(balanced emotional em-
pathy scale, BEES)[10]. BEES聚焦于测量个体“替代性地

感受他人情绪的能力”, 包含“令人悲伤的电影结束几

小时后仍困扰着我”和“我不能对那些因为自己而导致

痛苦的人感到悲伤”等条目.
常见的情绪共情量表还包括多维度情绪共情量表

(mul t id imensional emot ional empathy scale ,
MDEES)[11]、情绪感染量表(emotional contagion scale,
ECS)[12]等. 这些量表所测量的情绪共情在概念上均有

细微差别, 如MDEES涉及情绪感染(emotional conta-
gion)、共情痛苦(empathic suffering)等多个维度, 而

ECS仅聚焦情绪感染这一个维度.

1.2 测量认知共情的量表

霍根共情量表(Hogan empathy scale, HES)[13]是测

情绪共情

情绪倾向量表
平衡情绪共情量表
……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
基本共情量表
……

霍根共情量表
杰弗逊共情量表
……

实验材料具有明显情绪线索:
如情绪识别任务、内隐共情范式

操纵问题类型：情绪类/理解类问题
操纵评分类型：强度/不愉悦度评分
操纵刺激材料：有/无情绪线索

实验材料需要一定推理：
如错误信念任务

面部肌电
N1/N2等早期事件相关电位
情感和运动动机过程相关脑区激活

前脑岛和前中扣带回
P3/LPP等晚期事件相关电位
执行功能、工作记忆和视空过程相关
脑区激活

量表

行为
范式

生理
信号

认知共情

图 1 (网络版彩色)常用的共情研究方法和指标
Figure 1 (Color online) Common questionnaires, behavioral paradigms, and physiological signals in empath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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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认知共情的经典量表之一. 在该量表中, 共情指“在
没有真正体验到他人感受的情况下, 对他人的状况或

心态的想象和理解”. 该量表共有64个条目, 涉及社会

自信、温和、敏感性和不一致性4个因子. 然而, 有研

究指出, 该量表的信效度较低, 不建议将其作为测量共

情的工具继续使用[14]. 还有研究者认为, HES中的部分

条目(如“能否意识到要给他人留下好印象”)测量的是

社会技能而非认知共情[15].

表 1 常用共情量表a)

Table 1 Frequently-used empathy scalesa)

缩写 量表全称 中文译名 施测对象 测量维度
来源
文献

引用量

IRI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 通用 情绪共情, 认知共情 [20] 7322#

AQ autism quotient 自闭症商数量表 自闭症患者 / [38] 2077*

EQ empathy quotient 共情商数问卷 成人 情绪共情, 认知共情 [15] 1358*

EETS
(QMEE)

emotional empathic
tendency scale

(questionnaire measure of
emotional empathy)

情绪倾向量表 通用 情绪共情 [8] 1062*

HES Hogan empathy scale 霍根共情量表 通用 认知共情 [13] 665*

CATS child and adolescent
temperament scale 儿童青少年气质量表 儿童、青少年 / [39] 468*

BES basic empathy scale 基本共情量表 青少年 情绪共情, 认知共情 [32] 311*

JSE Jefferson scale of empathy 杰弗逊共情量表
医护工作者、

学生
认知共情 [16] 310*

ECS emotional contagion scale 情绪感染量表 通用 情绪感染 [12] 515#

PPPB Penner prosocial
personality battery 佩纳亲社会人格量表 通用 / [40] 471#

TEQ Toronto empathy measure 多伦多共情量表 通用 / [41] 126*

SEE scale of ethnocultural empathy 民族文化共情量表 通用 / [42] 346#

CARE consultation and relational
empathy measure 咨询和关系共情量表 通用 / [43] 209*

BEES balanced emotional
empathy scale 平衡情绪共情量表 通用 情绪共情 [10] 263#

QCAE 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认知和情绪共情问卷 通用 情绪共情, 认知共情 [34] 257#

GEM Griffith empathy measure 格里菲斯共情量表 家长 情绪共情, 认知共情 [36] 751*

FTS feeling and thinking scale 感受和思维量表 儿童 情绪共情, 认知共情 [35] 70#

PACES parent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empathy scale

父母情绪和认知
共情量表

家长
情绪共情, 认知共情,

行为共情
[44] 22*

AMES adolescent measure of empathy
and sympathy

青少年共情和
同情量表

青少年
情绪共情, 认知共情,

同情
[45] 41#

EmQue empathy questionnaire 共情问卷 家长 / [46] 31*

EPS empathy for pain scale 疼痛共情量表 通用 / [47] 10*

MDEES multidimensional emotional
empathy scale 多维度情绪共情量表 青少年、成人 情绪共情 [11] 11#

ESE emotion specific empathy
questionnaire 情绪特异性共情问卷 通用 情绪共情, 认知共情 [48] 10*

EES emotional empathy scale 情绪共情量表 通用 情绪共情 [49] 13#

a) 引用量来自Web of Science(*)和谷歌学术(#, 适用于无法获取Web of Science数据的情况), 截至2019年1月10日; “测量维度”一列仅表示
按照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角度对量表维度的归类, 不表示量表的确切维度; “/”指该量表将共情视为整体且无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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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测量认知共情的量表是杰弗逊共情量表

(Jefferson scale of empathy, JSE)[16]. 该量表关注医护领

域工作者的共情, 已经有超过45种语言的翻译版本, 并
在超过70个国家使用. 该量表作者将临床情境中的共

情定义为“理解(而非感受)病人的疼痛、痛苦、经历和

担心”, 相对于共情的情绪维度, 该定义主要强调共情

的认知维度[17]. JSE共有3个版本, 内容相似, 仅措辞略

有不同, 分别适用于测量医生、医学生和除医学外其

他医疗相关专业学生的共情[17]. 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JSE的条目涉及观点采择、同情关怀、站在患者的角

度3个因子[17]. 其中, 观点采择强调对病人观点的看法;
同情关怀强调对病人经历的理解; 站在患者的角度则

强调在护理病人时不忽视病人的情绪[18]. 同情关怀常

被误认为测量的是共情的情绪维度, 但JSE的作者曾指

出, JSE基于共情的认知维度编制, 对其进行量表结构

分析不应出现、事实上也的确未出现情绪维度[19].

1.3 测量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的量表

共情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 同时考虑共情的情绪

维度和认知维度才能全面衡量人们的共情能力[20]. 因

此, 更多的共情量表被设计为能够同时测量情绪共情

和认知共情.
Davis编制的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

tivity index, IRI)是迄今为止引用率最高的共情量表[20].
IRI包括共情关注(empathic concern, EC)、个人痛苦

(personal distress, PD)、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
PT)和想象(fantasy, FS)4个分量表. 其中, EC评估对他

人情绪的关心, PD评估对他人痛苦产生的负性感受,
PT评估在认知上理解他人想法的倾向, 而FS评估对书

籍、电影或戏剧中的角色的情绪认同. Davis认为EC和
PD测量的是情绪共情维度, PT和FS测量的是认知共情

维度[20]. 但是也有研究者质疑FS和PD评估的分别是想

象力和情绪自我控制的能力, 与共情无关[15]. 值得注意

的是, IRI中的“观点采择”和JSE中的“观点采择”虽然名

称一样, 所评估的共情维度并不一致[19]. 例如, 对大样

本的IRI和JSE分数的分析结果表明, 两个量表的“观点

采择”分数没有显著相关[21]. 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C, IRI-C)(繁体中文版)最
初于1987年由中国台湾学者詹志禹翻译及修订, 由原

量表的28个条目删减至22个条目, 仍包含上述4个维

度[22]. 后续大陆学者将其转换为简体中文版, 并证实了

该量表在健康人、精神病患者、临床实习生等不同人

群中均有良好的信效度[23,24]. 还有一些学者考察了自

主翻译的IRI在不同群体(如护理专业学生[25]
、非护理

专业学生[26~28]
、中小学教师[29])中的信效度, 修订中有

个别题目的删减和维度的变化, 但均证实了相应翻译

版IRI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 例如, Siu和Shek[26]

把原量表中的PT和EC合并为一个分量表, 并删除了6
个题目, 得到了适用于香港人群的繁体中文版IRI.

近年来, 研究者还开发了能同时测量情绪共情和

认知共情的其他量表, 呈现出共情定义精确化和适用

范围明确化的发展趋势. Baron-Cohen和Wheelwright将
共情定义为“将心理状态归因于他人/动物, 并且对他

人/动物的心理状态做出恰当的情绪反应的动力或能

力”并据此编制了共情商数量表(empathy quotient,
EQ)[15]. 该量表包含认知共情、情绪反应和社会技能3
个维度, 但社会技能维度测量的是在特定场合下的行

为举止, 与共情无关[30]. 除了适用于智商正常的成年

人, 该量表还常被用于孤独症群体的共情研究[15]. 该量

表中文版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重测信度为0.82[31].
Jolliffe和Farrington[32]编制的基本共情量表(basic empa-
thy scale, BES)将共情定义为“理解和分享他人的情绪

状态或处境”. 该量表基于高兴、生气、悲伤和恐惧4
种基本情绪对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进行评估; 在具体

条目中避免引入“同情”这一混淆概念; 避免了以往量

表编制过程中常见的目标群体和实际测量群体不一致

的问题[32]. 该量表中文版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7, 重

测信度为0.70[33]. 认知和情绪共情量表(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QCAE)则是第一个通过

网络在线施测的共情量表, 它不仅区分了共情与同情,
还区分了认知共情与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并强

调情绪共情中自我和他人的区分[34]. 为弥补儿童共情

测量的空白, 有研究者将著名的IRI改编成了感受和思

维量表(feeling and thinking scale, FTS)[35]. 此外,
Dadds等人 [36]开发了针对儿童共情的父母报告量表

——格里菲斯共情量表(Griffith empathy measure,
GEM). Zhang等人[37]将该量表翻译成中文, 并修改了

个别条目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 该中文版格里菲斯共情

量表为自陈量表, 且仅被证明在大学生样本中有较高

的信效度[37].

2 共情研究经典行为范式

共情不仅被视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特质或能力, 还

被视为一种具备可变性(variability)的状态, 受到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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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50]和情绪[51]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这种界定, 研究者

通常设计具体的行为范式以测量被试的共情水平. 共

情研究常用行为范式的基本逻辑如下: 给被试呈现直

接或间接反映他人情绪、心理状态或所处情境的实验

材料, 然后要求被试对实验材料所诱发的自身情绪或

心理状态进行评分, 或者对实验材料中他人的情绪或

心理状态进行评分.
常用共情实验材料包括图片[52]

、视频[53]
、符号/

线索[54]
、叙述性文字[55]等. 实验材料有不同的呈现方

式: 以第一视角呈现刺激直接诱发共情, 有利于被试更

好地“感同身受”; 以第三视角呈现刺激, 利用指导语对

被试与被共情者的关系进行操纵, 要求被试想象实验

材料所呈现的是陌生人、朋友或恋人等的遭遇, 有利

于被试以旁观者的角度对“他人”进行共情, 探究人际

关系或熟悉度对共情的影响[56]. 操纵视角还有助于研

究者对比自身表征(self-representation)和共情时对他人

表征(other-representation)的异同[57].
参照常用共情量表分类, 这些行为范式也可大致

分为测量情绪共情、测量认知共情以及同时测量情绪

共情和认知共情3类.

2.1 情绪共情行为范式

基于情绪共情的定义, 常用行为范式往往从情绪

诱发、情绪识别等角度探索个体的情绪共情能力, 并

采用简单明了且具有明显情绪线索的实验材料, 减少

甚至排除推理等高级认知活动的干扰. 如在疼痛情绪

共情行为范式中, 实验材料通常是含有明显伤害性、

威胁性内容(如刀割手指)的图片[52], 或痛苦面孔表情

的图片[58], 甚至是动态的情绪性视频(如一个人讲述不

幸的处境)[53], 以直接诱发被试的情绪唤醒, 然后要求

被试对疼痛程度进行评估. 又如在情绪识别任务(emo-
tion recognition task)中, 被试被要求对不同的面部表情

所表达的情绪类型进行判断. 这种范式测得的情绪识

别能力被认为是情绪共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个体

的任务表现能够反映其情绪共情[59].
情绪唤醒的直接诱发和情绪识别的主观判断都反

映了情绪共情的现象学部分, 聚焦主观感受和判断, 但
不可避免地存在报告偏差. 内隐共情范式(implicit em-
pathy paradigms)将被试在进行共情无关任务时受共情

材料的干扰程度作为衡量共情的间接指标, 能有效克

服主观报告偏差的问题. 例如, 在疼痛共情内隐范式

中, 虽然给被试呈现的是疼痛或非疼痛的身体部位的

图片, 但实验并不要求被试对图片中的疼痛信息作判

断或者识别, 而是对其他信息进行又快又好地判断, 如
判断图片上呈现的手是左手还是右手[60]. 这种范式的

前提假设是: 展示他人受伤的图片会唤醒被试的共情

反应, 如共情痛苦(empathic distress), 从而干扰其任务

表现, 如增加反应时和降低正确率. 因此, 被试的情绪

共情越强, 其对疼痛无关信息的判断越容易受到干

扰[61].

2.2 认知共情行为范式

基于认知共情的定义, 测量认知共情的行为范式

重点考察被试对他人心理状态的推理能力. 因此, 认知

共情任务的实验材料往往缺乏直接、明确的情绪线索,
如叙述犯罪受罚的文字材料[55]

、呈现威胁情境的视

频[62]等. 被试需要调动更多的高级认知过程对他人的

心理状态进行理解. 常用的认知共情行为范式还有漫

画形式的二阶错误信念任务(second-order false belief
task), 该范式着重于考察个体对多人情境的理解和对

第三人想法的推理能力[59]. 实验材料(简笔漫画)中缺

乏直接的情绪状态线索, 即未呈现漫画人物的表情, 被
试需要理解漫画中的多人情境并推理人物的心理状态,
任务的完成水平即为认知共情的指标[63]. 这类任务的

难度容易调节, 因此也被广泛应用于儿童共情研究[64].
此外, 有研究者认为认知共情和情感心理理论(affective
theory of mind)均涉及个体对他人情绪的理解[65], 因此

可以利用情感心理理论任务来测量认知共情. 例如, 有
研究要求被试观看一个名叫“Yoni”的卡通人物的眼神

和面部表情并据此判断“Yoni”对他人或事物所持有的

情绪. 由于涉及一定的推理加工, 被试的任务表现能够

反映其认知共情能力[66].

2.3 同时测量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的行为范式

除了单独的情绪共情任务和认知共情任务外, 研

究者还开发了能同时考察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的行为

范式. 例如, 多维共情测验(multifaceted empathy test,
MET)以图片为实验材料, 其中一半图片呈现的是人物

在特定情境下的情绪性(如伤心、害怕或痛苦)经历, 另
一半图片仅呈现相应的情境而没有人物[67]. 被试观看

图片后, 需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 对于纯情境图片, 被

试只需要对唤醒度进行评分. 对人物情境图片, 被试需

要先推断图片中人物的心理状态, 得到正确答案的反

馈后, 再对图片的唤醒度进行评分, 最后对共情关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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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评分. 在MET中, 唤醒度评分是对情绪共情的内

隐测量, 共情关注评分是对情绪共情的外显测量, 对人

物心理状态的推断则是对认知共情的测量. 纯情境图

片和人物情境图片的设置还便于研究者区分被试对非

社会性刺激(情境)的情绪反应和对人物的共情反应[67].
之后, 有研究者基于MET开发了类似的行为范式, 用被

试观看图片后对图中人物感受的推断来衡量其认知共

情, 用被试对图片引发的自身感受的评分来衡量其情

绪共情[68].
此外, 在某些疼痛共情研究中, 研究者认为被试对

他人疼痛强度的评分涉及对他人疼痛躯体感觉的推理,
反映的是认知共情; 而被试对他人痛苦引起自身的不

愉悦感受的评分涉及替代性的情绪体验, 反映的是情

绪共情[69]. 还有研究者通过操纵行为范式中情绪线索

的有无来分离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 对负性场景(如人

际攻击情境)中人物的共情被视作对他人的情绪状态

的知觉, 因此归为情绪共情; 而对中性场景(如日常非

感情活动)中人物的共情被视作对他人感受或意图的

推断, 因此归为认知共情[70].
总之, 目前已有研究都是根据各自的共情定义试

图分离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 尚无统一的分离范式. 但
是, 分类的核心原则比较一致, 即直接的情绪分享属于

情绪共情, 而涉及推理过程的属于认知共情.

3 共情相关神经科学研究方法

行为范式能够采集被试的主观评分, 而辅助的电

生理技术(如EMG, EEG, MEG等)和脑成像技术(如
MRI)能进一步提供共情的客观生理和脑活动水平指

标. 这些技术在共情研究中的应用极大促进了研究者

对共情现象背后的神经加工过程的了解.

3.1 面部肌电

运动模仿是共情的核心成分[2].研究对象为人类[71]

和灵长类动物[72]的都发现, 观察者会对被共情者进行

快速的面部表情模仿(facial mimicry). 研究者可以通过

测量被试在面部模仿过程中骨骼肌收缩时产生的电位

(即面部肌电), 量化其面部模仿情况[73]. 其中, 能反映共

情的面部表情主要涉及皱眉肌、颧肌、上唇提肌、眼

轮匝肌等面部肌肉的活动[74].
除面部表情模仿外, 个体对他人面部表情的反应

灵敏度和面部反应的电位强度也能有效反映其情绪共

情能力. 研究表明, 情绪共情得分高的个体对愤怒面孔

刺激会表现出更大的皱眉肌活动, 对快乐面孔刺激会

表现出更大的颧肌的活动, 而情绪共情得分低的个体

对两类面孔刺激反应无显著差异[75,76]. 此外, 被试在观

看他人或动物处于负性情境中的实验材料时, 其皱眉

肌的电位幅度与共情主观评分显著正相关, 还与BEES
分数显著正相关[77].

虽然EMG时间精度高, 能够检测视觉阈值以下的

面部反应, 但是EMG信号中可能掺杂了对共情无关的

视觉刺激的肌电响应. 此外, 将电极贴附在被试面部也

可能增加其对面部表情的关注, 从而导致面部反应夸

大[74]. 最重要的是, 由于肌肉活动并不是共情特异性反

应, 且研究中往往只记录某些特定的面部肌肉, 因此

EMG结果往往需要结合其他反映共情的指标来解释.

3.2 脑电、脑磁

EEG信号也常作为一种评估被试在共情行为范式

中共情水平的客观指标[78]. 以疼痛共情为例, 2008年的

一项开创性的疼痛共情事件相关电位(event related po-
tentials, ERPs)研究表明, 相比非疼痛图片, 被试会在疼

痛图片呈现后约140 ms于额叶区域诱发一个波幅更大

的ERP成分(即N1/N2), 并在疼痛图片呈现后约380 ms
于中心-顶叶区域诱发一个波幅更大的ERP成分(即P3/
LPP)[79]. 此后, 大量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 即早期

的自动化的N1, N2和晚期的P3, LPP都与共情有关. 例

如, 疼痛共情范式诱发的早期ERP成分和晚期ERP成分

的波幅不仅与被试的特质共情分数(IRI或EQ分数)显
著正相关[80,81], 还与其对他人的疼痛强度和不愉悦度

的主观评分正相关[82,83]. 而且, 当实验任务与疼痛共情

的加工无关时, 疼痛图片和中性图片引起的早期ERP
成分和晚期ERP成分的波幅差异均减小[79,84]; 当实验

任务强调共情加工时, 两类图片引起的早期ERP成分

和晚期ERP成分的波幅差异均增加[85]. 这些ERP成分

甚至受到被共情者类型的影响. 例如, 相比对同种族个

体, 被试对卡通[79]
、机器人[86]或者其他种族个体[87]共

情时产生的P2或P3的波幅更小.
但是, 早期ERP成分和晚期ERP成分分别反映的是

共情加工的哪一具体过程还存在争议. 由于这两类成

分分别受到刺激本身的特点(如真实性)和认知评价(如
注意)的调节, 以往研究者普遍将N1和N2作为反映早期

的情绪分享过程的指标, 将P3和LPP作为反映晚期的对

他人疼痛的认知评估过程的指标[79,88,89]. 而最近的一项

基于40个疼痛共情ERP研究的元分析结果表明,疼痛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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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能够稳定诱发波幅更大的位于中部-顶叶的P3和LPP,
但是不一定能诱发波幅更大的N1和N2[90]. 该作者进一

步指出, 这可能是因为早期的N1和N2反映的是对刺激

的知觉加工, 并未涉及真正的共情反应. 而且, 由于多

种类型的情绪性刺激都能诱发这些早期ERP成分和晚

期ERP成分[91], 因此这些成分很可能不是共情特异性

的, 而是反映一般性的知觉加工和厌恶加工[90].
除了ERP, 特定的EEG节律也与共情水平相关. 如

在观看他人疼痛时会引起mu/alpha节律(8~13 Hz)抑制

程度的增强[92,93], 这种mu/alpha节律的抑制源于感觉运

动皮层和初级体感皮层等共情早期加工脑区的激活,
因而能够反映疼痛共情的早期加工[78]. 此外, 由于前额

叶的激活与情绪体验有关而与情绪知觉无关[94] , 情绪

体验是情绪共情的核心加工过程, 因此共情任务中个

体前额叶alpha不对称活动常被视为衡量被试情绪共情

的良好指标[95]. 进一步研究发现, 被试在基线状态下

(即刺激呈现前)右侧前额叶alpha频段的不对称程度能

够预测其在任务中的共情关注评分, 意味着该脑区活

动能反映被试对他人痛苦的敏感性[96].
共情涉及多个加工过程, 单个的EEG节律可能与

共情有关, 却不足以完整解释共情的脑机制. 研究者可

以利用MEG的高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的优势, 探

索共情任务中跨越多个脑区多个频段的振荡信号的动

态关联. 有研究者探究不同年龄段个体共情的脑机制

的差别, 发现即使儿童和成人的疼痛共情评分近似, 但
从儿童到成人, 共情脑活动从单一的alpha节律转变为

alpha, beta(14~30 Hz)和gamma(30~100 Hz)多节律的高

效相互关联, 并从感觉运动脑区扩展到情绪共情脑网

络[97].

3.3 磁共振成像

MRI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 能够更加直观、精

细地刻画大脑的结构和功能. 通过分析个体大脑结构

像(如特定脑区的灰质体积)与共情特质之间的关系, 研
究者发现IRI中的EC分数与楔前叶(precuneus)、额下

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的灰质体积负相关; PD分数与躯体感觉皮

层(somatosensory cortex)的灰质体积负相关, 但与脑岛

(insula)的灰质体积正相关; PT分数与ACC的灰质体积

正相关; FS分数与右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的灰质体积正相关[98]. 对共

情的功能像研究发现, 情绪共情任务在更大程度上涉

及情绪和运动相关脑区的激活, 如脑岛、ACC、丘

脑、杏仁核、梭状回、躯体感觉皮层、运动皮层和腹

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 认知共情任务在更大程度上涉及与执行功

能、工作记忆和视觉空间处理等相关脑区的激活, 如

DLPFC、背内侧前额叶(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
tex)、颞上回(superior temporal gyrus, STG)、颞顶联

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上顶叶(superior
parietal lobule)和下顶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IPL)[2].

此外, 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
sonance imaging, fMRI)较高的空间分辨率, 研究者得以

发现同类共情范式所用的实验材料不同可能引起不同

的脑活动. 例如, 在疼痛共情行为范式中, 观看身体部

位处于疼痛情境下的图片在更大程度上涉及与行为理

解相关的脑区, 如IPL、腹侧运动前皮质(ventral premo-
tor cortices);观看表示他人情绪状态的抽象视觉信息在

更大程度上涉及与推断和表征自我和他人心理状态相

关的区域, 如楔前叶, VMPFC, STG和TPJ[99]. 此外,
fMRI能够精确地呈现脑损伤患者的脑受损部位, 便于

探究特定脑区损伤与共情的因果关系. 有研究表明, 躯
体感觉皮层的损伤会造成情绪共情而非认知共情的缺

陷, 与之相反, VMPFC的损伤会导致认知共情而非情

绪共情的异常[59], 这给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脑区的分

离进一步提供了证据.
需要注意的是, fMRI测量的是与某一心理认知过

程相关的大脑活动, 因而存在逆向推理(reverse infer-
ence)的问题[100], 即无法证明这些脑区是共情特异性

的. 此外, fMRI结果的单个体素(voxel)涵盖了数千个的

神经元, 在功能上不同的神经元活动能产生相似的

fMRI激活图, 因此重叠的激活脑区不一定代表同样的

大脑神经加工[101]. 例如, 元分析结果表明, “看到”他人

经历疼痛会稳定激活双侧前脑岛(anterior insula, AI)和
内侧/前扣带回(medial/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这些脑

区与疼痛的情绪-动机维度加工的脑区重叠[99], 但共同

的脑区激活无法证明共情是“通过参与他人相同的神

经活动”实现的. 有研究者试图通过实验设计来克服这

一问题. 例如, 采用药理或心理镇痛方法能同时减弱个

体的自身疼痛和疼痛共情, 共变效应不仅体现在主观

评分上, 还体现在AI和前中扣带回(anterior medial cin-
gulate cortex)的激活上[102], 而且能被阿片类药物拮抗

剂阻断[101], 间接证明了自身疼痛和疼痛共情涉及同样

的神经加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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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与展望

4.1 各种共情研究方法的优劣

个体的共情能力决定了其在实际情况下产生的共

情水平的上限[103]. 现有的共情研究方法的核心目的是

尽可能准确评估个体的共情水平, 从而趋近其确切的

共情能力.
在共情研究方法中,量表是最丰富、最具可解释性

的一种测量方式, 且便于施测. 虽然量表能够较好地反

映被试对自身共情的主观评价,但其准确性容易受到社

会赞许、反应偏差以及被试的表达能力、觉察能力等

因素的影响. 而且, 共情量表种类繁多且缺少系统的量

表选择指南,这给研究者选择适合的测量工具增加了难

度. 例如, IRI是目前最常用的共情自我报告量表, 很多

研究者都优先采用这一量表测量共情[104], 但该量表也

是造成共情和同情概念混用的主要原因[6,45]. 研究者对

共情及其维度的理解、测量共情的情境和目标群体都

会影响量表的选择. 而就共情行为范式而言, 研究者能

够更直接地探索特定共情情境下的被试的主观评分及

其行为表现. 通过操纵问题类型[67]
、评分类型[69]和刺

激材料[70], 研究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别测量情绪共

情和认知共情. 无论行为范式的形式和名称如何变化,
涉及直接的情绪分享的任务常被认为衡量的是情绪共

情,而涉及推理他人心理状态的任务常被认为衡量的是

认知共情. 值得注意的是, 共情任务表现容易受到材料

质量、呈现视角、注意偏向等的影响.研究者需要通过

实验设计尽可能诱发被试“真正”的共情, 例如采用多人

实验[101]
、模拟捐款[105]等方式. 与共情行为范式结合的

神经科学技术手段是主观指标的重要补充,能够更好地

避免上述干扰因素的影响,且能够提供被试的面部动作

模仿、脑电信号乃至大脑结构、大脑激活的客观指标,
有利于研究者深入了解共情的认知神经机制. 但是, 目

前尚无公认的“特异性”的共情生理指标, 这意味着共情

任务伴随的生理信号需要与量表、主观评分等结果相

互印证才有意义. 此外, 也有研究采集了被试在共情任

务中的自主神经系统反应,如皮肤电导、心率、呼吸以

及催产素、皮质醇等激素变化.这些方法能够为共情的

具身表现提供丰富有效的信息,但不是共情定义的核心

内容, 故本文未详细介绍.
不同层面的共情研究方法各有所长, 关联多个层

面的研究结果往往要比单一层面的证据能更好地支持

研究结论. 因此, 研究者应根据实验目的, 灵活采用主

观行为指标和客观神经科学方法. 例如, EEG的高时间

分辨率更适合探索共情的时序加工过程, 即从最初的

知觉加工到情绪唤醒再到推理等高级加工过程; fMRI
的高空间分辨率更有利于研究者对共情的情绪调节、

自我他人区分、奖赏等不同功能所对应的脑区和脑网

络的探索.

4.2 共情研究的可比性问题

目前被不同研究采用的共情定义多达43个[106]. 由

于共情定义的不统一, 不同的研究者在主观报告、行

为评分乃至客观的生理、脑机制层面可能采取不同的

研究方案并对结果进行不同的解释. 例如, 采用多个量

表测量并对比两组被试的情绪共情, 可能得到不同的

评估结果[107]; 对疼痛强度的评分可能被一个研究者解

释为情绪共情的指标, 也可能被另一个研究者视为认

知共情的表现[108]; 同样是研究疼痛共情, 范式设计的

细微差异足以引起不同的脑活动[90]. 情绪共情和认知

共情的分离也面临可比性的问题. 尽管不少研究结果

清楚地表明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涉及不同的神经机制,
但这些研究大多依赖的是不同的刺激类型和实验任务,
难以解释两者神经机制差异的具体意义[3]. 而且, 情绪

共情和认知共情概念上的模糊关联也使得维度分离难

以实现.
多样化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对共情及其机

制的宏观理解, 但也削弱了不同研究结果的可比性, 不
利于共情研究的整合和发展. 因此, 在对不同研究结果

进行比较时, 研究者需特别关注其共情的定义以及采

用的测量工具和研究方法, 同类研究进行比较能更好

地避免得到错误的结论. 同时, 随着共情统一标准化定

义的呼声增加, 以及对认知共情、情绪共情的心理过

程和神经机制的理解愈发精细化, 共情研究结果之间

的相互印证将大大加强.

4.3 共情研究的生态效度问题

现有共情研究大多数采用高度简化的线索, 与现

实生活情境存在一定差别. 例如, 情绪共情任务通常给

被试呈现去情景化的包含简单线索的图片, 如一个浅

显的表情或动作, 以诱发被试“共情”. 这种共情很大程

度上受到被试的参与度或者想象力等无关变量的影响.
被试对实验材料的主观评分可能只是机械性地评价,
而没有真正“设身处地”. 原本共情能力很高的个体面

对不够“生动”的材料可能无法展现真正的实力.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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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应采用更自然的、更有生态效

度的材料和范式, 如引入假被试、采用虚拟现实(vir-
tual reality)等技术. 此外, 以往研究大多探究共情某一

子维度的加工过程及其机制, 而较少探究动态的、整

体的共情加工过程及其机制. 共情不是简单的加工过

程的叠加, 不同的共情维度存在相互作用. 因此, 今后

应该重点研究社会情境中交互的“宏观”共情的形成过

程及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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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athy is an essential skill in our social lives, allowing us to understand and share others’ feelings. In the last decade,
empathy has been a hot topic i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for its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interaction. To date, there are a
variety of definitions of the term “empathy”, such as “a reaction to the observed experiences of another” and “the ability to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 what others feel without confusion between oneself and others”. Based on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empathy, different methodologie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adopted in the field of empathy research. Valid empathy
questionnaires are developed to provide ones’ subjective evaluation about their empathy ability (i.e., trait empathy);
behavioral paradigms are designed to measure individuals’ empathy levels under a specific context (i.e., state empathy);
physiological techniques and brain imaging techniques are useful in detecting objective physiological signals related to
empathy. However, some findings on empathy are mixed and inconsistent, which might be due to the different definitions
and methodologies adopted by each study.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empathy and it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different methodologies and interpret results from different aspects. To this end, this review first
summarized how empathy is typically measured and quantified at different measurement levels with an emphasis on
emotional empathy and cognitive empathy, given that existing studies on empathy mainly focus on the two categories and
their combination. Specifically, methodologies in empathy research were introduced as followed: (1) Widely-used empathy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the detailed definitions and measurement dimensions; (2) classic experimental materials and
behavioral paradigms for measuring emotional empathy and/or cognitive empathy; (3) empathy-related physiological
signals detected by facial electromyography,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Next, we discuss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methodology and
pointed out the difficulties in compiling findings from studies using different methodologies. For example, different
empathy questionnaires applied to the same group may yield contradictory results and the quality of experimental stimulus
in the same kind of empathy paradigms potentially influences participants’ brain activities. More importantly, the
physiological signals (e.g. event-related potential components) recorded in empathy experiments are not “specific” but
only “related” to empathy. Then, we suggested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carefully select appropriate methodologies
according to their research needs. For instance, EEG is suitable for exploring empathic processing in the time domain,
whil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is conducive to pinpoint the specific functions (e.g. self-other
discrimination) of empathy-related brain regions. Finally, we proposed that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empathy should
be unified and more naturalistic paradigms should be developed to reveal the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empathic
subprocesses in the future. In conclusion, this review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omparing and combining different
methodologies to reveal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empathy, which yields new insights into social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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